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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市场博弈：结构与行为 

黄卫挺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利用博弈论方法，本文研究了不同政治市场结构下的利益分配和参与者行为。

理论模型显示：垄断政治市场中，参与者的参与剩余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权力垄断者；但是，

当政治市场存在竞争时，比如寡头政治市场，将导致利益反向再分配，即政治寡头的主导者剩

余将作为租金转移给参与者；另外，通过对点模型的扩展，得到了政治结盟的基本分布特征。

基于这些结论，本文讨论了 “中心——边缘”命题中存在的发展陷阱，意识形态冲突、文明冲

突和经济地理邻近带来的政治影响等理论问题；并以战后日本发展和两岸“外交战”为例进行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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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 different political market structures influence the behavior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was studied n the framework of game theory. Theoretical model showed that in 

the monopolized political market, the participation surplus of participants would serve as the rents of 

monopoly power. However, when the political market competition, such as the oligarchic political 

market, would lead to reverse the re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that is, the leaders’ surplus of political 

oligarchy would transferred to the participants. Additionally, in the extended spatial model, we 

concluded the basic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alliance.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we discussed the 

"center-periphery" proposi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re exist a trap of development; we also pointed 

how ideological conflic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economic geographic proximity would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In the end, two cases, that is, Japan's postwar development and cross-strait 

“diplomatic war” were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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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治市场结构如何影响政治行为体行为是政治学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诣在通过

博弈论方法为此建立一个标准的模型分析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对理论与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分析

解释①。由于政治学分析存在层次性，大到国际体系，小到集团政治，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而

政治行为体也可以是国家、组织和个人，所以，本文统一将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体标准化为博

弈论专业术语“参与者”（泰勒尔，1997）。这样，由不同参与者构成的某个政治现象或事件就

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市场”。因此，本文所指的政治市场可以是指不同国家就国际政治展开的利

益较量，也可以是指国家内部不同政党的权力竞争行为，亦可以指组织内部的派系政治。总之，

只要政治行为体，即参与者之间存在某种利益上的关联，特定的政治市场就将产生②。术语的标

准化为理论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基础，但是，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以“国际体系”为背景进行

理论阐述，在讨论部分，我们再回到更广泛的背景对理论进行讨论分析。 

国际关系主流观点认为（蔡翠红、倪世雄，2006），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

它由国家行为体组成，主要指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的、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

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因此，在理论部分，我们将暂时假设“参与者”即为国际体系中的

“国家行为体”，而“政治市场结构”即为“国际体系结构”。具体来说，本文将以国家之间的

“结盟”为线索对不同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国家行为、利益分配（寻租）进行分析。需要指出的

是，本文是在承认国际政治体系结构前提下研究国家行为，而不对国际政治结构本身的形成和

动态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换句话说，本文是在给定的宏观架构内研究微观个体行为③。另外，国

际政治体系存在多种结构形态：（无极）无政府状态、单极霸权世界和两（多）极世界体系。如

果将这些政治市场结构与同样建立在博弈论之上的产业组织理论进行类比，我们可以得到：无

极无政府状态对应自由市场、单极霸权体系对应于垄断市场结构、两极体系对应于寡头市场结

构，多极体系（要求一定的国家极数目）对应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最后，本文忽略“国际制

度”的存在，或者将其理解为国家行动的内生结果，即微观行为基础决定的宏观架构。当然，

这样的假设并不意味着对国际制度重要性的否定，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研究的经济性”。本文认

为，在霸权衰落之后，由不同国家通过讨价还价，公共选择产生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则对维

护世界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制度本身是一种由竞争导致的合作结果，它可以通过理性预

期引导和约束国家行为。 

                                                        
① 在国家理论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就本文分析框架内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类似的讨论，详细可参考
Alesina 和 Spolaore（2003），Bolton 和 Roland（1997），Alesina、Angeloni 和 Etro（2005）等。 
② 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两点：其一，虽然冲突研究显得更为常见，但本文所说的利益关联并不特指利益冲突，因
为有些时候，政治市场中也存在着合作博弈；其二，特定政治市场的产生即意味着博弈的存在。 
③ 虽然如此，对于政治市场结构本身的动态演变研究，本文倾向于微观行为基础决定宏观架构的逻辑。博弈论
对该逻辑范式有过专门研究，经典之作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2007）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二、政治市场博弈的理论模型 

与经济领域一样，在政治领域也存在类型众多的政治市场，比如各国就某个国际事务进行

的筹商和谈判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市场，国家内部各政党的竞选活动所形成的权力市场。在国际

政治市场中，国家之间的结盟是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活动，不同国家可以在众多领域，通过多种

方式进行结盟，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国家俱乐部。联合国是当前最大的全球综合性国家俱乐部，

而区域性的国家俱乐部（如欧盟）、以经济为主的各类贸易协定（如 WTO）、各类国际司法协议

等更是普遍存在。本文先以垄断政治市场为切入点建立模型，然后从垄断过度到寡头结构。 

（一）垄断政治市场（单极世界） 

假设国际政治市场中存在 N 个国家（参与者），在垄断政治市场结构下，单极国 A（主导

者）对国家俱乐部的会员吸纳、资格标准确立具有垄断权力。当国家俱乐部 A 的规模为

[ ]0,Y N∈ 时，国家 A 所获得的支付为 ( )
p

R Y ，本文假设该支付函数满足稻田性质： ' ( ) 0
p

R Y > ，

且 '' ( ) 0
p

R Y < ，为了便于论述，再令 [0,1]y Y N= ∈ 。上述假设的含义非常直观，即 A 国从国

家俱乐部中获得的收益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呈正相关，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例，国家数目的增加

意味着市场的扩大；但是，俱乐部的规模扩大并不是无成本的，随着俱乐部规模的扩大，俱乐

部成员之间的协调成本将变大，因此，支付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它是对 A 国边际收益的一个

惩罚，即边际收益递减①。需要指出的是，会员国的综合实力，即国家俱乐部的“质量”对
p

R 来

说更为重要，但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以国家数目来简单代表这些变量已经足够。 

如果国家 i 要加入国家俱乐部 A，当不存在寻租（此处并不单指国家极利用权力寻租，后

文对此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国家 i 加入该俱乐部的支付为 

 ( )
i i

R Y P y Cβ= + −  (1) 

式(1)中，P 代表俱乐部主导国家给 i 带来的收益，它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无关，称为直接收益；

yβ 代表的是国家俱乐部规模给国家 i 带来的收益，称为规模收益，而
i

C 则是国家 i 加入国家俱

乐部的直接成本（暂时设为常数）②。 

另外，我们还需要假设国家 i 不选择加入国家俱乐部的保有支付为 R 。当国家极 A 不对参

与国进行寻租，国家 i 选择加入俱乐部的参与条件是： 

                                                        
① 虽然在经济博弈理论中，稻田条件（Inada conditions）是最常用的标准假设，但此处的二阶导数假设对本文
的结论并没有影响。可是，如果要研究国际政治结构的动态特征，这样的假设是必要的，因此，本文保留该假
设。 
② 对规模收益和直接成本的不同设定都可以作为模型扩展的突破口：式(1)将规模收益设定为一次线性，但如果
我们将规模收益视为网络效应，那么在不同的函数设定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研究政治结盟的动态规模与路径特
征，当然，这暂不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另外一方面，在本文的空间扩展部分可以看到，直接成本的改变可以
得到更合理的结论。 



 ( )
i

R Y R≥   

然而，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由于国家 A 具有垄断权力，他会利用这种垄断权力进行寻租，

假设国家 A 向国家 i 收取租金 0M ≥ ，则国家 i 的参与条件将变成 

 ( )
i

R Y M R− ≥   (2) 

与此同时，国家 A 是否接受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的决策标准是最大化其收益，即其目标

函数为 

 { }max ( ); ( 1)
p p

R Y R Y M+ +  (3) 

结合国家 i 的参与条件(2)和国家 A 的决策目标(3)，我们可以得到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下国家

A 收取的最大垄断租金 

 ( )
i

M R Y R= −  (4) 

式(4)说明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下，单极国家 A 的垄断租金正好等于国家 i 的“参与者剩余”。

这里，参与者剩余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剩余”是类似的，它是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所获得

的总收益（ P yβ+ ）超过总成本部分（包括
i

C 和机会成本 R ）的净收益。从(4)式可以看出，

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结构中，参与国的这种“参与剩余”将被作为垄断租金全部转移给国家极

（主导者）A。 

（二）双寡头政治市场（两极世界） 

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垄断权力寻求租金最大化，从而使

得其他国家的参与剩余发生转移。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由于多寡头

市场和双寡头市场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双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下的国家行为①。 

首先假设除了国家极 A 之外，世界还存在另外一个国家极 B，并且假设国家极 B 主导的

国际俱乐部规模为 X ，国家俱乐部 A 与 B 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此时国家 i 加入俱乐部 A 的参与

条件不仅需要满足(2)，同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 ) ( )a b

i i
R Y M R X M− ≥ −  (5) 

当(5)取“=”时，国家 i 选择加入俱乐部 A 与 B 是无差异的，将(1)式代入(5)的无差异式，可以

得到： 

 ( ) ( )a b a b
M M P P y xβ− = − + −  (6) 

从上式可以看出，在国家 i 的选择均衡状态下，国家极收取的租金差异（ a b
M M− ）与国家俱

乐部的规模差异（ y x− ）成正比，国家俱乐部的相对规模越大，意味着主导国家可以收取的租

                                                        
① 具体来说，针对多寡头国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可以通过对 Salop（1979）的圆形城市模型进行扩展得到。 



金也相对越多。这一点正是规模效应带来的主导国家权力收益。以上是基于国家 i 的选择分析，

(5)是国家 i 的一般参与条件。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针锋相对的竞争时，条件(5)将得到松弛，

下面将讨论一种特殊的情形对此进行说明。 

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俱乐部之间的实力竞争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往往表现为一种强弱互

现的特征，但是为了刻画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下的静态特征，本文构造如下环境：在国家 i 作出

选择之前，国家俱乐部 A 与 B 完全相同，即 X Y= ，这将导致 a b

p p
R R= ，再假设不存在寻租时，

国家 i 参与俱乐部 A 与 B 直接收益是相同的，即 a b
P P= ，这意味着 ( ) ( )

i i
R Y R X= 。因此，

当国家俱乐部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时，以上假设说明了国家 i 的选择将决定国家俱乐部之间的竞

争格局，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国家 i 掌握“关键投票”①。在这些假设下，我们可以看到(5)将

退化为 

 
a b

M M− ≥ −  (7) 

此时考虑国家 A 与 B 的决策，在垄断国际政治市场中，他们只需要考虑国家 i 的参与条件(2)，

并在此约束下最大化其目标函数(3)；然而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由竞争带来的约束(7)（即(5)）

也将成为他们的最优化约束，本文将此称为“竞争约束”。这样，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我们

可以得到目标函数的最优均衡解为： 

 ( ) ( 1) ( )
a

p p
M M R Y R Y= − = + −  (8) 

与(4)式对比，在寡头国际政治市场中，主导者收取的租金发生了符号改变，这意味着租金的流

向发生了改变，从原来垄断者寻租变成了参与者寻租，可以认为，竞争的引入导致了政治市场

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另外，分析式(8)可以发现， M 事实上是国家俱乐部的“主导者剩余”，

它与经济学中的“生产者剩余”是类似的，是国家俱乐部主导国家从结盟中获取的净收益。在

关键投票的情况下，这种主导者剩余由于存在竞争约束从主导国（国家 A）转移给了参与国（国

家 i ）。 

（三）点模型的空间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本文假设所有的国家（除国家极 A 和 B）都是同质的，即这些国家具有

相同的成本与收益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不同国家之间会因为文化和

政治理念等存在巨大差异，即参与国是异质的。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用异质性参与者代替代表

性参与国者，为了表征这种差异性，本文将在上面的分析基础之上对其进行空间扩展。事实上，

熟悉古诺模型的读者会发现，本部分的模型实际上是标准的古诺空间模型。首先，本文假设所

有的国家都均匀的分布在 [0,1] 区间内，[0,1] 区间上的不同点代表了不同的国家（注意，这与

                                                        
① 事实上，2008 年 8 月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发行了一部名为《关键投票》（Swing Vote）的电影，暂且不对该电
影作价值方面的判断，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本文所假设的这种政治市场博弈，其结果可以帮助理解本文的结论。 



第 1 部分的假设 [ ]0,1y Y N= ∈ 是一致的）；另外，国家极 A 和 B 分别位于[0,1] 区间的两端，

即国家 A 处于端点 0，而国家 B 处于端点 1。为了表示参与国之间的异质性，下面我们将放松

国家 i 加入国家俱乐部的直接成本
i

C 是固定的假设，即：如果国家 i 在[0,1] 区间上的坐标为 y ，

它加入国家俱乐部 A 的直接成本为 2ty ，且有 t β< ，加入国家俱乐部 B 的直接成本为 2(1 )t y− 。

读者可以发现，该假设是标准的，这意味着，当国家 i 与国家极 A 越相似，它加入该国家俱乐

部的直接成本越小，而其加入国家俱乐部 B 的直接成本越大。对于国际政治来说，我们可以将

其理解为具有相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国家结盟的成本会低于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

家结盟。将上述直接成本函数代入(5)式，并取无差异均衡（即“=”）可以得到： 

 ( ) ( )2 2
(1 ) (1 )

a a b b
P y ty M P y t y Mβ β+ − − = + − − − −  

求解上式可以得到边际参与国 y∗ 的坐标： 

 
( ) ( )1

2 2( )

a a b b
P M P M

y
tβ

∗
− − −

= −
−

 (9) 

所以，此时选择加入国家俱乐部 A 与 B 的国家数目分别是： 

 
1

0
  ;   (1 )

y

y
Y N dx Ny X N dx N y

∗

∗

∗ ∗= = = = −∫ ∫  

图 1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表达式的含义，在异质性成本的作用下，不同国家对国家俱乐部的

选择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极可收取的租金差异与国家俱乐部的规模差异（公式(6)），相反，此

时它们的选择具有基本倾向，即式(9)中的第一项 1/2。事实上，1/2 是一个标准的临界点，当国

家极收取的净租金相同或者为零（ a a b b
P M P M− = − ），边际参与国的坐标正好是 1/2。联系

第 2 部分的公式(6)，此时有 1 1/ 2y x y= = − = 。因此，差异化成本决定了国家行为选择（结

盟）具有内在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决定了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基本构成；同时这也意味着端点

附件国家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比如“文明的冲突”①。 

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我们能够更清晰的看到关键投票的作用机制。第 2 部分本文直接假

设 a b

p p
R R= ，而上面的分析证明了该假设，在无寻租状态下，具有差异化加入成本的临界国坐

标为 1/2，此时国家极 A 与 B 的支付都是 ( 2)
p

R N 。在这种“均势”状态下，国家俱乐部可动

用的“调节”工具只能是(9)式的第二项，即收取的净租金，当国家极 A（主导国）收取的租金

越少，或者转移给参与国的“剩余”越多，则临界国家坐标越向右移，国家俱乐部 A 的规模越

大。与第 2 部分的分析不同，此处我们能够看到潜在“可调节”国家的分布：国家俱乐部能争

                                                        
① 《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哈佛大学萨缪尔·亨廷顿于 1996 出版的著作，该书出版之后的“911 事件”被认为是
文明冲突的典型事件，详见亨廷顿（2006）。 



取的只能是围绕 1/2 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些国家会根据租金的差异选择不同的国家俱乐部。

如果简单地将[0，1]区间进行划分，我们能够得到三段两种类型的国家分布：与 0 和 1 端点紧

密相连的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俱乐部的“基本盘”；与 1/2 紧密相连的国家群，它们构成国家

俱乐部的“调节盘”，或者采用竞选理论术语，将其称为“中间选民”。 

 

图 1 寡头政治市场结构的空间模型 

三、对模型的讨论和应用分析 

从理论模型可以看出，不同国际体系结构（政治市场结构）下的国家（参与者）行为是不

同的，并且根据空间模型的扩展，可以得到结盟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征。下面，本文将基于

这些结论对政治学中的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一）霸权世界的财富两极分化 

从单极世界模型可以看出，只有当国家俱乐部的主导国和潜在参与国结盟的支付都大于不

结盟时的支付，结盟才有可能实施。事实上，结盟意味着这是一种双赢的状态，即主导国和参

与国在政治行动中都得到了好处，用经济学术语来表示，结盟行动是帕累托有效的。然而，当

主导国使用它的垄断权力的时候，模型显示参与国的行动收益将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国，

即垄断权力扭曲了双方的利益分配，从而使得双方更接近于“一赢一平，赢者通吃”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该结论的得到并没有考虑武力威慑在利益获取方面的影响，因此，即使在所谓“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这种利益扭曲也是存在的。 

以上结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经典命题：“中心——边缘”的财富两极分化。

沃勒斯坦认为，剩余价值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倾斜的，具有向心性，从而导

致中心的剩余价值积累速度要快于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积累，剩余价值向心性的程度依赖于中

心区域对技术、资本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沃勒斯坦，2000）。本文的结论与此一致，首先，中

心区域对技术、资本和贸易等要素的控制体现了垄断权力的存在，而这种垄断权力在经过中心

与边缘之间的讨价还价之后将转变为垄断租金，如沃勒斯坦分析中的剩余价值。但是本文的结

论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垄断租金的收取是双方都同意的，并且是经过

理性计算的。这就意味着“中心——边缘”体系存在着内在的发展困境，边缘国家试图通过与

中心区域的各种结盟方式获得发展机会，而中心区域也试图通过这种结盟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虽然两者的一致行动将使得全局的收益增加，但垄断权力的介入却使得分配机制发生扭曲，造

y* 

A 1/2 

1 

B 

0 



成了财富差距的扩大。因此，虽然都是基于主体行为的自主优化选择，但垄断权力的存在会造

成边缘地区的“发展陷阱”。 

（二）空间扩展的来源——意识形态、文明与经济地理 

空间扩展的关键在于直接成本函数的设定。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这种差异化的直接成本被

视为交易成本，如运输费用。但是，在政治市场中，将其看作运输成本显然不合适，那么这种

政治“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空间一词似乎很具迷惑性，它让人容易联想到“地缘”，但是考

察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地理版图上的邻近往往不是结盟的催化剂，相反，它却经常成为冲突和

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地缘因素并不是这种政治交易成本的直接来源。本文认为，不管是国际

政治还是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文明、“主义”等政治理念与文化的差异才是政治交易成本异质

的根本所在。历史上，美苏争霸是在意识形态旗帜下的两大阵营较量，而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

亨廷顿（2006）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更是这种交易成本存在的最时尚表达，他写道： 

“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成功；各国围绕着

他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 5 页） 

或许，文明才是人类最后的部落，国家之间结盟的政治交易成本将随着文明类同程度的提

高而降低，而文明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结盟的政治交易成本将越大。不同国家将围绕共同的文

明建立特殊的国家俱乐部——文明圈，这正是本文空间模型的基本结论。 

下面，我们再回到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政治交易成本的其他来源。除文明之外，本文认为

经济地理的远近当属最重要的政治交易成本来源。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劳动分工体系下，全

球经济呈现块状分布，不同经济体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专业化生产，并经由贸易途径与

其他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张以生产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版图。这样，当两

个经济体在经济版图上越邻近——即存在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他们就越有动机在政治上保持合

作，因为他们一旦在政治上有所冲突，其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将相对越多。所以，经济地理上的

远近将决定政治“交易成本”的大小。当然，这种来源于经济地理的交易成本与来源于文明的

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其核心机制在于将经济利益作为政治合作

的抵押。 

（三）占领政策嬗变与战后日本发展 

历史上，美苏争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极模型的最佳现实版本。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日

实行占领政策，同时日本因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实质上是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中间地带国家，

考察美国在战后对日政策的多次改变，我们可以发现国际体系转变对国家行为影响的重要现实

证据。最初，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基调是惩罚性的，其目的是全面粉碎日本的战争能力，将日

本经济的未来束缚在第三流国家的行列，使得日本达到“去军事化”状态。然而随着国际体系



的变化，特别是美苏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两极对垒的国际局势迫使美国不得

不转变其对日占领政策，由之前的“削弱政策”改为“缓和的与温情脉脉的东西”（小林义雄，

1985）。美国政策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因为美国要在东亚乃至全球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它必须在

东亚地区争取和培育足够实力的盟友。因此，在两极世界体系下，美国理性地给予日本“租金”

或者说援助，而这些援助很快使得日本从战争的阴霾中走出，可以说，日本的战后发展得益于

两极体系下的美苏争霸。对于该结论，日本学者高桥龟吉（1984）有过论述，他认为战后日本

的发展是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但其成功的“首要的根本原因”是外因，即美国占领政策

的改变，他指出，“由于美苏矛盾激化，美国政策才发生了变化”。直到战后二十年，美国对日

本的这种“租金转移”才再一次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改变而终止，而此时，日本经济已经走上

了腾飞之路。1969 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1971 年的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之间的交往大门，再到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的发布，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两极格局。对于美日关系来说，这种结构

的再度改变直接意味着“租金转移”的改变，有日本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饭田经夫等，1986）：

“日本在战后二十年枕惯了美国的温室”，这种体系转变引起的美国政策变革让日本必须“直接

面对国际社会的寒风”。 

（四）两岸“外交战” 

正如前文指出，虽然本文以国际体系为背景进行理论分析，但所得到的结论却适合于其他

层次的政治市场。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隶属中国内政，然而由

于客观原因，台湾问题往往牵扯到国际外交层面的事务，形成所谓的“国际涉台问题”，其中典

型的就是两岸的“外交战”。一般来说，建交国多寡是一国政府得到国际认可的标准，体现了所

代表的国家主权的国际承认度，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两岸一直都在“邦交国”数目上进行攻

防战。1950 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 86 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 17 个，台湾

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 37；1972 年是两岸“外交战”的转折点，当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 146

个，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 82 个，台湾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 42 个；此后，

两岸的“外交战”一直保持着这种扭转之势，2006 年，全球共有主权国家 193 个，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邦交国数目为 168 个，台湾地区的“邦交国”数量为 24；在 2007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的国家又增加 3 个，总数达到 171 个①。所以，经过一甲子的风云变迁，两岸外交格局已

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陆实力与国际政

治结构的变迁，比如 70 年代初的“外交”格局变化正是因为中美建交推动的国际权力结构变动，

从而引发其他国家外交行为的调整。基于本文的理论，此处重点分析台湾所谓“务实外交”的

                                                        
① 前期数据来源于黄嘉树和林红（2007），2007 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中华人民共和
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2007 年 12 月 28 日，http://www.fmprc.gov.cn/chn/lbfw/jjbiao/t9650.htm， 2009

年 2 月 19 日。 



本质。 

从图 2 可以看出，当前两岸的外交对垒的结果已经非常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数

目远远多于台湾的“邦交国”数目。然而，台湾当局在部分以台独为政治目标的地区领导人控

制下，为了达到其分裂祖国的目的，一直没有放弃与大陆之间的“外交”较量。根据本文的两

极模型，台湾当局在“规模收益”和“基本盘”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其唯一的外交筹码就是提

供具有竞争力的“租金”，事实上，台湾当局所谓的“务实外交”正是采用了该策略。黄嘉树和

林红（2007）总结了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三大“新招式”：高层外访、经援外交和全民外交。

但是，不管这三大招以什么形式存在，其背后都少不了“金钱”的影子。正如大部分学者认识

到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援助或投资，对外援助的旗帜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其本质

都是政治性的。所以，用经济利益换取“外交关系”是台湾当局“务实外交”的本质，给予丰

厚的“经济租金”成为台湾当局的基本“外交”手段。表 1 总结了 2000 年到 2006 年陈水扁上

台以后的主要对外经援活动。 

表 1 陈水扁上台以后的主要对外经援活动（2000-2006） 

时间 国家 金额（美元） 时间 国家 金额（美元） 

2000．08 布基纳法索 3000 万 2004．09 马绍尔 4000 万 

2001．07 所罗门 2500 万 2004．10 尼加拉瓜 150 万 

2002．07 海地 5500 万 2004．10 瓦努阿图 60 亿（五年内） 

2002．09 格林纳达 36 万 2005．09 中美洲与加勒比海 2．5 亿 

2003．11 巴拿马 1700 万 2005．11 塞内加尔 50 亿新台币 

2004．02 斯里巴斯 每年 800 万 2006．03 缁鲁共和国 1550 万 

2004．09 格林纳达 4470．5 万 2006．05 巴拉圭 5 亿 

数据整理自：黄嘉树、林红（2007），第 96-99 页。 

四、结论与研究方向 

在理论模型部分，本文是以国际体系为背景展开论述，但如上文所强调的，本文的结论并

不依赖于该背景。下面，本文给出更一般性结论：政治市场结构将通过不同政治行为体的自主

选择行为影响利益分配，如果将政治行为体分为两类，主导者（如国家极）和参与者（其他结

盟国家），那么（1）在垄断政治市场结构下，即主导者具有绝对垄断权，他就会利用这种垄断

权力进行寻租，从而扭曲利益分配，使得参与者的参与者剩余作为垄断租金转移给主导者；该

结论为思考“中心——边缘”格局下的财富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暗示了该格局下的发展陷

阱。（2）主导者竞争的引入将导致利益发生逆向分配，以双寡头政治市场为例，由于存在竞争

约束，作为寡头的主导者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不得不将属于自己的主导者剩余作为竞争租



金转移给参与者，这一点在关键投票情形表现的淋漓尽致。该结论对于解释战后日本的崛起提

供了理论依据，并揭示了台湾所谓“务实外交”的本质。（3）政治结盟具有内在的分布特征：

基本面+可调节面，该结论与竞争选举理论是一致的；另外，我们重点分析了造成这种分布特征

的来源，即意识形态差异、文明的冲突以及经济地理的远近，这三点构成了本文空间模型的基

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只是在给定政治市场结构下研究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即宏

观架构如何影响微观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进行扩展，从而研究

政治市场结构本身的动态变迁过程，即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决定宏观架构，这一点在模型附注中

略有说明。比如，在垄断模型部分，我们可以考虑租金的动态优化检验霸权稳定论，正如奥尔

森（2005）所指出的，租金的动态优化问题将直接导致霸权的兴衰。另外，本文的一个前提是

政治行为体可以自由选择，但是现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理想状态，比如，在国际体系中往往伴

有武力威慑，它的存在会不会改变本文的结论，以及在动态模型中如何影响利益分配等都是需

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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